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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数字领域的政府采购能以可观的数字公共需求规模促进企业的数

字化转型和跨区域经营,在提振企业主业绩效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本文以2015—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分

析和机器学习方法,从近65万条常规政府采购文本信息中识别出政府数字公共品

采购指标,考察其对企业主业绩效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数

字公共品采购通过“数字驱动”和“资源拓宽”效应显著提升企业主业绩效。异质性

分析表明,这一效应在高金融化程度企业、非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高数字金融发展

水平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异地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能激励企业主营

业务的跨区域经营,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然而,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也会加

剧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企业主业绩效表现方面的马太效应。从政策合力的角度来

看,先数字采购后数字补贴的政策实施顺序能更好地改善企业主业绩效。本文从

采购供应商视角验证了数字领域公共需求扩张对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为政

府采购在数字经济时代支持企业发展和推动市场整合提供了经验参考。
关键词 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企业主业绩效;数字驱动效应;资源拓宽效

应;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引言
 

“十三五”至“十四五”期间,我国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大幅提升,5G基站等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规模高居世界前列,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国际排名也在迅速攀升。这一趋势下,
数字公共品的市场需求持续扩张。所谓数字公共品,参照联合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的定义,既包括主要服务业界的开源软件、开放数据和开放标准,也包括支撑全民

共享的福利、税收等政务服务的数字基础设施(王奇才,2022)。数字公共品的供给主要依

赖政府提供,因此催生了大量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订单,以满足基础设施和政务服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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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型所需的软硬件产品和配套服务。同时,政府对数据库、工作站等数字公共品的需求

标准也密集出台,采购规定日益标准化、规范化。
与规模不断提升、政策逐渐完善的现实状况相比,学界对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政策的

研究尚浅。现有少量研究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文献发现,政府

数字公共品采购产生的稳定需求能塑造企业生产数字产品的乐观市场收益预期(申志轩

等,2024;张家才等,2024),但并未回答该政策是否取得了预期的市场绩效改善效果。在

当前经济有效需求有待充分释放、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依然严峻的现实困境下,以体现实

体企业整体存续和发展能力的企业主业绩效指标为评估标准(杜勇等,2017),考察政府数

字公共品采购能否从需求侧发力提振中标企业主业绩效、破除区域市场分割局面,具有突

出的现实紧迫性。
理论上,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将从两个方面提振企业主业绩效:一方面,采购产生的

数字公共品市场收益和应用场景能推动企业深度数字化变革(刘洋等,2020;申志轩等,

2024),赋能企业主业经营效率质的提升(Obwegeser
 

and
 

Müller,2018)。另一方面,政府

数字公共品采购的直接资金支持和间接融资拓宽能为企业注入充足流动性(Handa
 

and
 

Linn,1993;张新民等,2012),推动企业主业发展资源量的增长(Li
 

et
 

al.,2015)。进一步

地,考虑到本地采购与异地采购在地方保护倾向上存在差异(武威和刘玉廷,2020),两者

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作用方向或将有所不同。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识别和构造了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指标以分析其对于中标企业

主业绩效的影响和内在逻辑,并进一步分类讨论了本地和异地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在统

一大市场建设中的作用。本文的边际贡献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方

面,本文探究了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对企业主业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基于全国统一

大市场建设进行了拓展分析,深化了对数字中国建设经济效应的认识,也丰富了从数字化

转型和实业发展视角出发的政府采购政策效应研究。第二,在指标创新方面,本文借助

Python软件和神经网络学习方法,从近65万条政府采购文本数据中识别和构建政府数字

公共品采购指标,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构建数字经济领域变量的方法参考。第三,在实践应

用层面,本文发现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对企业主业绩效的提振作用因企业金融化程度、行
业属性、采购区域属性及政策协同顺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为政府以针对性、组合式的

制度安排充分释放政策效能提供了经验证据。

1 文献综述

关于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从企业内在特质和外部环境两方面展开。内部视角的

研究主要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前者发现独立董事制度、高管薪酬激励等手

段能缓解委托代理矛盾、改善企业绩效(曲亮等,2014;尹美群等,2018),后者指出社会网

络关系维护和数字化转型等方式能提高资源可得性与配置效率,进而提升企业绩效(李琦

等,2021;郑江淮和师磊,2023)。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外部环境视角研究发现,市场竞争

冲击和失信行为不利于企业绩效提升(余泳泽等,2020),而去杠杆、去产能等供给侧政策

及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均有助于企业绩效改善(吴超鹏和唐菂,2016;张海亮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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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文献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研究政府采购的政策效果。微观层面,政府采购

通过需求拉动、信号传递和抵押担保机制影响企业行为(Baldi
 

et
 

al.,2016;窦超等,2020),
对企业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张沁琳和沈洪涛,2020)。宏观

层面,政府采购通过行业示范、辐射和乘数效应发挥经济调节功能,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和扶持欠发达地区发展方面成效显著(武威和刘国平,2021;武威等,2022)。
回顾现有文献可知,现有企业绩效研究多以资产收益率衡量整体绩效,较少单独分析

剔除金融收益后的主业绩效;政府采购研究虽已从微观到宏观层面做了全面探讨,但专门

针对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政策效应的研究仍相对匮乏。本文从需求侧产业政策与企业实

业发展的联动视角出发,构建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指标并研究其对企业主业绩效的影响,
以期为数字经济时代政府采购政策的优化设计提供微观层面的经验参考。

2 研究假设

2.1 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与企业主业绩效

  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是运用市场机制进行数字经济领域财政投资的产业政策,其通

过数字需求创造推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量的增长,以数字技术赋能实现企业主营业务效

率质的提升。一方面,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是一项满足社会迫切现实需要的财政政策。
在全国各地政府部门积极加强政府治理方式智能化改造和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的背景

下,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订单规模呈现强劲增长态势①,采购方复购意愿和未来升级换代

需求高②,为企业创造了全新且稳定增长的数字需求市场。同时,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带

来的“示范效应”(Uyarra
 

et
 

al.,2014)也能帮助企业的数字产品或服务更快实现规模效应

和网络效应,以收入增长改善主业绩效。另一方面,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也是一项推动新兴

数字技术产业实现发展赶超的需求侧产业政策(贺俊,2022)。其通过开放市场风险可控的技

术创新竞赛场景,加速前沿数字技术的试验、调试和完善过程,助力新兴数字技术的范式选择

和标准制定,推动数字产业发展。在激烈竞争和严格遴选下,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能极大提

升中标企业挖掘新兴数字技术价值的能力,促使企业结合自身主营业务方向开发数字技术在

常规市场的商业价值和在公司内部的适用价值,以更高的生产经营效率优化主业绩效。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

 

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能改善企业主业绩效。
市场失灵理论认为,市场主体的逐利性质会导致长周期、高风险的实业发展活动获得

的支持不足。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作为需求侧产业政策,一能塑造前沿数字产品公共需

求市场,强化企业内部尝试新兴数字技术的积极性
 

(Obwegeser
 

and
 

Müller,2018);二能

释放数字领域国家需求信号,引导外部市场资源向优质实体企业聚集(Li
 

et
 

al.,2015)。
鉴于此,本文从需求创造和信号释放两个角度,剖析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如何通过驱动企

业内部数字化转型探索,拓宽企业外部资源获取渠道,赋能企业主营业务质效提升。

①

②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
智研瞻发布报告:《中国政务云行业现状深度分析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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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影响企业主业绩效的机理分析

2.2.1 数字驱动效应

  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所塑造的数字公共品需求市场能有效激励企业开展深度数字化变

革。一方面,通过参与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项目,企业对新兴数字产品商业价值的认知在政

府部门和评审专家的权威评估后得以强化,自身数字解决方案的潜在市场也能在嵌入更广泛

的供应链网络后实现扩张,从而增强主业数字化变革的战略倾向(申志轩等,2024)①。另一

方面,数字公共品采购催生了不同于传统政府采购项目或民用市场数字产品的新问题、新
场景,中标企业在供需互动过程中接收了大量需求知识和增量数据的外溢,从而锻炼了企

业获取并吸收知识、识别和服务需求的能力,推动数字创新高效顺利进行(刘洋等,2020)。
从战略、投资到创新的全方面数字化变革有利于主业经营各环节的效率提升。首先,

数字化转型战略能推动数字赋能主业项目的内部有序执行和外部有效监督。其次,ERP、

MES/DCS等数字化投资能提升主营业务的管理效率和生产能力(刘淑春等,2021)。最

后,数字技术创新能激活消费者的潜在需求(陶锋等,2023),改善企业主营业务的市场销

售表现。在数字公共品市场牵引下,企业会加速深度穿透至公司内部各层面的数字化变

革,以业务效率的提升改善主业绩效。

2.2.2 资源拓宽效应

融资约束是制约我国企业实体业务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一方面直接抑制了企业实体

业务表现(彭俞超等,2018),另一方面产生“投资替代效应”或“实体中介效应”,驱使企业

资金流向虚拟资产、挤出主业投资(邝玉珍和杨国超,2023)。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能帮助

企业获取外部融资等重要战略性资源,以“资源拓宽效应”改善主业绩效。
从直接资金支持角度看,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的当期订单收益和未来应收账款能直

接改善企业主营业务营收表现,“政采贷”等配套金融服务也能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从间

接信号效应角度看,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对产品兼容性、稳定性和安全性要求严格,中标

本身构成对企业数字产品质量可靠性和市场前景的权威背书,从而降低资金提供者的风

险顾虑,拓宽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渠道(Handa
 

and
 

Linn,1993)。而在供应链融资渠道,采
购订单释放的积极信号提升了中标企业的市场地位和供应链话语权,有助于其以更强的

议价能力换取更多商业信用支持(张新民等,2012)。多渠道资源拓宽降低了主业投资被

挤出的风险,提升了实体业务经营的流动性和灵活性,最终提振企业主营业务绩效。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

 

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通过数字驱动效应和资源拓宽效应提振企业主业绩效。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处理

  本文以2015—2021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政府采购数据来自

① 例如原先主要生产机房制冷设备的佳力图,就在逐渐积累数据中心建设经验后开始尝试将主营业务延伸至数

据中心中游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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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合同公告查询”系统,企业财务及经营数据来自CSMAR数据

库,企业年报数据来自文构财经文本数据平台。在样本处理上,本文剔除了金融类、ST/

*ST/PT类公司及关键变量严重缺失或上市不足两年的样本,并对连续型变量进行前后

1%缩尾处理,最终获得18787个观测值。

3.2 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为检验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对企业主业绩效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mrsi.t=α0+α1DPPit-1+α2Controlit-1+Year+Firm+Prov+εit (1)
其中,核心被解释变量mrs是企业剔除金融收益后的资产收益率,解释变量DPP代表企

业当年获得的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规模水平,Control表示本文选取的包括企业规模等指

标在内的一系列控制变量的集合,同时,考虑到政策发挥作用存在时间滞后并缓解内生性

问题,本文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滞后1期处理。Year、Firm和Prov则分别指代年份、
企业和省份固定效应,ε为随机误差项。

3.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杜勇等(2017)的做法,采用企业剔除金融收益后的资产收益率作为企业主

业绩效的衡量指标(mrs)。具体计算公式为:mrs=(营业利润+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总资产。该指标能准确地反映企业主营业务

的盈利绩效。

3.2.2 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孙薇和叶初升(2023)识别政府创新采购的技术方法,通过以下步骤构建本

文核心解释变量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DPP):
 

第一步,构建数字领域政府采购关键词库。
使用Python对国家层面数字经济支持政策词条及各地区数字产品目录进行分词,筛选后

得到约300个种子词;再将2015—2021年间近65万条政府采购合同的“合同名称”“主要

标的名称”以及“规格型号和服务要求”作为语料,以 Word2vec神经网络CBOW 模型完成

相似词扩充,最终得到包含“数据中心”“管理信息系统”“人工智能服务器”等1200余个词

汇的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关键词库。第二步,匹配采购合同与上市公司。根据上述关键

词库从所有合同中遴选出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合同,清洗过滤采购供应商和上市企业母

子公司名称后,利用Python的Levenshtein
 

distance算法进行一一匹配并辅以人工校对,
得出1万余条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合同。最终将企业该年获得的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合

同总额除以企业总资产,得到解释变量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DPP)。

3.2.3 控制变量

参考杜勇等(2017)、孙薇和叶初升(2023)的做法,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了企业特征

和企业管理两个层面的控制变量。前者包括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劳动雇佣规

模(size_employee)、企业杠杆(lev)、固定资产率(fix)和企业现金流(cash);后者包括股权

结构(top10_hhi)、两职合一(dual)、董事会独立性(indep)和董事会规模(b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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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结果和分析

4.1 基准回归分析

  根据式(1)回归模型的设定,本文实证检验了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DPP)与企业主业

绩效(mrs)之间的关系,基准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列(1)未加入控制变量,政府数字公共

品采购(DPP)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进一步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后结果依然稳

健。列(3)加入企业年龄、规模等企业特征控制变量后,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
列(4)在加入股权结构等管理层面控制变量后,系数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以上结果

表明,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显著提振了企业主业经营绩效,假设1得到了初步经验证据

证明。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mrs mrs mrs mrs

DPP
0.1047** 0.1206** 0.1646*** 0.1626***

(0.0510) (0.0592) (0.0603) (0.0612)

age
-0.0533*** -0.0517***

(0.0036) (0.0034)

size
0.0599*** 0.0594***

(0.0038) (0.0038)

size_employ
0.0102*** 0.0098***

(0.0036) (0.0036)

lev
-0.1725*** -0.1724***

(0.0113) (0.0113)

fix
-0.0744*** -0.0746***

(0.0131) (0.0132)

cash
0.0053* 0.0052*

(0.0028) (0.0028)

top10_hhi
0.0324

(0.0249)

dual
-0.0012

(0.0023)

indep
0.0346*

(0.0203)

bsize
0.0171**

(0.0082)

Constant
0.0366*** 0.0366*** -1.1728*** -1.2146***

(0.0001) (0.0001) (0.0711) (0.0687)

Observations 18787 18787 18787 18787

Adjusted
 

R2 0.4255 0.4300 0.5245 0.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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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1) (2) (3) (4)

mrs mrs mrs mr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Prov
 

FE NO YES YES YES

  注:
 ***、**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4.2 稳健性分析

为确保基准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从多个维度进行了检验。第一,以企业所在省份的街

道办事处数量与城市DPP平均中标概率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以缓解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核心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将样本期内获得过政府数

字采购合同的企业设为处理组,未获得的企业设为对照组,构建多期DID模型重新估计,
估计结果与基准结果一致。第三,进行随机打乱企业获得采购合同的时间并重复回归500
次的安慰剂检验,伪回归系数集中分布于零值附近,排除了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第四,
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分别控制高维固定效应、剔除直辖市样本、采用1∶1最近邻PSM 匹

配,结果均保持稳健。第五,分别以采购订单数量对数、是否取得合同虚拟变量、合同金额

对数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均与基准结果一致。由于篇幅所限,稳健

性检验结果纳入附录,附录可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并下载。

5 进一步分析

5.1 机制检验

  前文理论分析部分指出,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将促进企业内部各流程的数字化变革

和外部多渠道的资源获取,以“数字驱动”和“资源拓宽”两条机制提振企业主业绩效。为

验证该假说,本文通过构建以下模型进行机制检验

Mechanismit=α0+α1DPPit-1+α2Controlit-1+Year+Firm+Prov+εit (2)
其中,Mechanism表示待检验的机制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外部融资成本。其余变量

设定则与基准回归一致。

5.1.1 数字驱动效应

本文从战略、投资和创新三个层面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标并检验数字驱动效应。数字

化转型战略(edt)借鉴吴非等(2021)的方法,以数字经济关键词词典对企业年报 MD&A
进行文本识别,计算关键词词频占比后乘以100得出。数字化投资(digit)参考Xue

 

et
 

al.
(2022)的做法,以数字化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投资额占企业总投资额的比重衡量(digit)。
数字创新产出(dinov)借鉴陶锋等(2023)的方法,将企业专利IPC分类号与《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2023)》匹配,识别数字技术创新专利数量后加1取

对数得出。表2列(1)~(3)结果显示,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DPP)对上述三项指标的回归

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企业获得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订单后加大了数字化战略布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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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和技术创新,进而推动主业各环节质效提升。

5.1.2 资源拓宽效应

本文采用权益融资成本、债务融资成本和商业信用三个指标检验资源拓宽效应。权

益融资成本(Cost1)以PEG、MPEG和 OJN 模型估计结果的均值衡量;债务融资成本

(Cost2)以财务费用与总负债之比衡量;商业信用(buscredit)以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与预付

款项之和占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表2列(4)~(6)结果显示,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DPP)
对权益融资成本(Cost1)和债务融资成本(Cost2)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对商业信用指标

(buscredi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通过传递企业数字技术能力

强、声誉良好的积极信号,降低了正式与非正式渠道的融资成本,为主营业务经营注入必

要流动性。

表2 机制检验结果:数字驱动效应和资源拓宽效应

变量

(1) (2) (3) (4) (5) (6)

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投资 数字创新产出 权益融资成本 债务融资成本 商业信用

edt digit dinov Cost1 Cost2 buscredit

DPP
0.0123*** 0.1842*** 0.8171*** -0.0891*** -0.0545*** 0.2160**

(0.0025) (0.0529) (0.1287) (0.0208) (0.0105) (0.1017)

Constant
-0.0038*** 0.4003*** -3.6238*** -0.0057 -0.0240*** 0.3347***

(0.0014) (0.1029) (1.0165) (0.0106) (0.0045) (0.0731)

Observations 14546 14500 18787 18513 18312 18787

Adjusted
 

R2 0.6886 0.2915 0.6820 0.5632 0.5770 0.4037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5.2 异质性检验

5.2.1 企业异质性

  过高的金融化水平会抑制实体经济发展(王宜峰和魏兴凯,2024),因此有必要研究政

府数字公共品采购能否改善过度金融化企业的主业绩效。本文参考杜勇等(2017)的研

究,以企业金融资产比例衡量金融化水平,将3/4分位以上设为高金融化组,其余为低金

融化组,进行异质性检验。表3列(1)~(2)结果表明,高金融化组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

(DPP)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低金融化组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主

要通过激励高金融化企业将经营视野回归实业来改善主业绩效,对本就专注主业的企业

边际效果有限。

5.2.2 行业异质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营业务发展依赖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而非战略性新兴产业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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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传统业务在市场稳定立足,因此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对不同行业的绩效影响可能存在

差异。本文依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将样本分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非战略性新兴

产业两组开展异质性分析。表3列(3)~(4)结果显示,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府数字公

共品采购(DPP)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
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主要驱动非战略性新兴产业基于传统业务开展深度数字化变革,对
技术赋能内生动力已较充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边际效果有限。

表3 企业、行业、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金融化

程度高

金融化

程度低

战略性

新兴产业

非战略性

新兴产业

数字金融发展

较好地区

数字金融发展

较差地区

mrs mrs mrs mrs mrs mrs

DPP
0.1815*** 0.1331 0.1219 0.2932*** 0.2433*** -0.0420

(0.0526) (0.1796) (0.0936) (0.0899) (0.0877) (0.1021)

Constant
-1.2422*** -1.0377*** -1.2125*** -1.3274*** -1.4926*** -1.1026***

(0.1326) (0.1200) (0.0926) (0.1321) (0.1311) (0.1660)

Observations 9445 9342 11516 7271 8926 9861

Adjusted
 

R2 0.5186 0.5368 0.5200 0.5756 0.5499 0.5457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5.2.3 区域异质性

数字金融相比传统金融具有更高的信息甄别和处理效率,能从拓宽风险评估来源、降
低交易成本等方面提升金融机构服务企业的能力(钱海章等,2020),或有助于激活政府数

字公共品采购的资源拓宽功能。本文以地级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衡量

区域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将3/4分位以上地区设为数字金融发展较好地区,其余为较差地

区。表3列(5)~(6)的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较好地区的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DPP)系
数显著为正,较差地区不显著。原因或在于,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金融机构能提

供政采合同贷、数字供应链金融等丰富融资产品,放大资源拓宽效应。而较差地区可撬动

的增量金融资源有限,数字技术应用环境也相对滞后,资源拓宽效应和数字驱动效应均难

以有效发挥。

5.3 全国统一大市场视角下的拓展性分析

5.3.1 区分采购的本地和异地属性

  根据采购区域属性,政府采购可分为本地采购和异地采购。本地采购因更具地方保

护倾向(武威和刘玉廷,2020),能产生竞争壁垒增强对企业主业绩效的提升作用,但也可

能强化地方保护主义格局、削弱企业跨区域经营意愿;异地采购虽受地理和制度距离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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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提振效果相对较弱,但其本质上体现了地方政府主动打破区域壁垒的政策取向,对全

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更具长远意义。

鉴于此,本文以企业注册地所属省份是否与采购主体所在地一致为依据区分本地与

异地采购,分别将本地和异地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合同金额除以企业总资产后乘以100,

构建本地采购和异地采购指标,检验两者对企业主业绩效的异质性影响。表4列(1)结果

显示,本地与异地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均显著促进全样本企业主业绩效改善,且本地采购

的激励效果更强,印证了本地采购因地方保护倾向使数字驱动和资源拓宽效应更有效发

挥,但也强化了保护主义动机。异地采购主业绩效提振作用虽受距离制约有所削弱,但这

种跨区域政企合作项目引致的良好绩效由于促进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企业的有序竞争,

对统一大市场建设更具长远裨益。

表4 拓展性分析:采购区域属性异质性

变量

(1) (2) (3) (4) (5) (6)

全样本 中心城市 外围城市 全样本 中心城市 外围城市

mrs mrs mrs mrs mrs mrs

本地采购
0.1171** 0.1413*** 0.0552

(0.0574) (0.0518) (0.1988)

异地采购
0.0019** 0.0022** 0.0013

(0.0008) (0.0010) (0.0017)

地方采购
0.1620** 0.1883*** 0.1108

(0.0626) (0.0630) (0.1676)

中央采购
0.1666** 0.1941*** -0.8002

(0.0680) (0.0682) (0.5010)

Constant
-1.2145*** -1.2327*** -1.2935*** -1.2146*** -1.2334*** -1.2928***

(0.0687) (0.0748) (0.1512) (0.0687) (0.0748) (0.1511)

Observations 18787 13406 5381 18787 13406 5381

Adjusted
 

R2 0.5248 0.5251 0.5418 0.5247 0.5251 0.5418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进一步地,本文按企业注册地是否位于直辖市、副省级城市或省会城市划分中心城市

企业与外围城市企业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列(2)~(3)所示,本地与异地政府数字公共

品采购均显著改善中心城市企业主业绩效,对外围城市企业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

中心城市在数字经济市场规模、产业配套和人才供给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政府数字公共品

采购的数字驱动和资源拓宽效应能借此发挥有效作用。可见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加剧了

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企业主业绩效表现方面的马太效应,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数字鸿沟

问题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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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区分采购的政府等级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专业知识、财政资金和服务对象方面存在较高的能级差,可能

导致两者的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订单对不同城市企业主业绩效产生异质性影响。基于此,
本文根据采购主体来自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区分中央采购和地方采购。表4列(4)~(6)
结果显示,对于全样本和中心城市企业,地方与中央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均显著提升主业

绩效。对外围城市企业来说,两类采购系数均不显著。原因或在于外围城市相对落后的

金融发展水平和数字经济消费环境阻碍了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绩效提振功能的有效发挥。
这再次表明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可能加剧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企业主业绩效的马太效应。

5.3.3 考虑政策协同性

过去一段时间内部分地方政府盲目布局产业政策,导致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刘志彪

和孔令池,2021),提高政策协同性因而尤为重要。本文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出发,探究数字

补贴与数字采购两类政策如何配合能产生最大政策合力。其中,数字补贴指标(bt)从企业

年报中识别数字领域政府补贴金额后除以企业总资产得出,并基于中位数分为“数字补贴

多”企业和“数字补贴少”企业。表5列(1)~(2)结果显示,数字补贴较多的企业中政府数

字公共品采购对主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数字补贴较少的企业中则显著为正。这可能是

因为充裕的供给侧补贴已使企业数字化水平处于较高位置,采购的边际效果因此不明显。
而补贴较少的企业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采购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

表5 拓展性分析:政策协同性

变量

(1) (2) (3) (4) (5)

数字补贴多 数字补贴少 先补贴 先采购 同时

mrs mrs mrs mrs mrs

DPP
0.1870 0.1714**

(0.1255) (0.0804)

btfirst
-0.0020

(0.0077)

cgfirst
0.0178***

(0.0051)

sametime
0.0024

(0.0060)

Constant
-0.1499*** -0.2083*** -1.3326*** -0.0859 -0.1863**

(0.0253) (0.0222) (0.1407) (0.0628) (0.0913)

Observations 9323 9464 4545 2523 3867

Adjusted
 

R2 0.3303 0.3479 0.4831 0.2621 0.2588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
 

FE YES YES YES YES YES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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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探讨供给(数字补贴)和需求(数字采购)两侧政府政策不同的实施顺序是否

会产生不同的主业绩效激励效果,本文采用以下回归模型进行检验

mrsit=γ0+γ1Policyit+γ2Controlit-1+Year+Firm+Prov+εit (3)

其中,Policy包含了以下三种不同实施顺序的政策组合,“先数字补贴、后数字采购”(btfirst)、
“先数字采购、后数字补贴”(cgfirst)和“数字补贴和数字采购同时实施”(sametime)。表5
列(3)~(5)结果显示,仅“先数字采购、后数字补贴”的政策组合对主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显

著。这表明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通过知识扩散和试验性市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来

自真实需求的方向指引,在此基础上再辅以补贴的资金支持,才能有效推动企业完成转型

并取得更好的市场绩效。而其余顺序因缺乏前期需求场景指引,政策效果受到抑制。

6 结论与启示

数字公共需求领域的政府采购作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在解决企业主业经营困难、

经济脱实向虚、区域市场分割等现实难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2015—2021年中国

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方法从近65万条常规政府

采购文本中识别和构建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指标,考察其对企业主业绩效的影响效果和

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能产生数字驱动效应和资源拓宽效应,显
著提振企业主业绩效,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

效应在高金融化程度企业、非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高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地区更为显著。进

一步分析表明,异地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能激励企业跨区域经营,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

设;但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也会加剧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企业主业绩效的马太效应,数字

鸿沟问题值得重视。此外,先数字采购、后数字补贴的政策实施顺序能更好地改善企业主

业绩效,实现更高效的政策合力。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政府应以更低的履

约保证金、更短的账款支付周期强化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的资源拓宽功能,以更明确的技

术标准、更频繁的数据共享放大其数字赋能作用,助力企业主营业务高质量发展。第二,
政府应采取切实措施抑制政府数字公共品采购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如推动全国供应

商在采购平台的“一地注册、全国通用”、通过远程评审和专家分散评标提升跨区域采购公

正性,以企业跨区域经营推动数据要素和数字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第三,欠发

达地区政府应加速推进基础设施和政务服务的数字化革新,培育良好的数字经济营商环

境和消费需求,防止数字鸿沟在数字经济时代进一步放大地区间的虹吸效应。第四,政府

在以政策工具支持企业实体业务发展时,应注重政策协同配合,优先以数字采购引领企业

数字化转型方向,再辅以数字补贴提供资金支持,精准释放政策叠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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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in
 

the
 

digital
 

sector
 

can
 

promote
 

firm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cross-regional
 

operations
 

by
 

leveraging
 

the
 

substantial
 

scale
 

of
 

digital
 

public
 

demand,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enhancing
 

firms􀆳
 

main
 

business
 

performance
 

and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his
 

paper
 

uses
 

a
 

research
 

sample
 

of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5
 

to
 

2021
 

and
 

employs
 

tex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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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报 第13卷

and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to
 

identify
 

government
 

digital
 

public
 

goods
 

procurement
 

indicators
 

from
 

nearly
 

650000
 

conventional
 

government
 

procurement
 

texts.
 

It
 

examines
 

their
 

impact
 

on
 

firms􀆳
 

main
 

business
 

performance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government
 

digital
 

public
 

goods
 

procurement
 

significantly
 

boosts
 

firms􀆳
 

main
 

business
 

performance
 

through
 

“digital-driven”
 

and
 

“resource-expansion”
 

effect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firms
 

with
 

higher
 

financialization,
 

non-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those
 

located
 

in
 

regions
 

with
 

higher
 

levels
 

of
 

digit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cross-regional
 

government
 

digital
 

public
 

goods
 

procurement
 

can
 

incentivize
 

firms􀆳
 

main
 

business
 

operations
 

across
 

regions,
 

contribu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However,
 

government
 

digital
 

public
 

goods
 

procurement
 

also
 

intensifies
 

the
 

“Matthew
 

effect”
 

in
 

the
 

main
 

business
 

performance
 

between
 

firms
 

in
 

central
 

cities
 

and
 

peripheral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synergy,
 

the
 

sequence
 

of
 

implementing
 

digital
 

procurement
 

first,
 

followed
 

by
 

digital
 

subsidies,
 

better
 

improves
 

firms􀆳
 

main
 

business
 

performance.
 

This
 

paper
 

verifies
 

the
 

positive
 

role
 

of
 

expanding
 

public
 

demand
 

in
 

the
 

digital
 

sector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urement
 

suppliers,
 

providing
 

empirical
 

reference
 

for
 

government
 

procurement
 

to
 

support
 

firm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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